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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及战争模式的改变，创伤性脑损伤有增无减，已然成为重要的全球公共卫

生问题和卫勤保障的重难点。笔者检索并分析了近年国内外创伤性脑损伤的流行病学数据和相关研究进展，对创伤

性脑损伤的发病率、病死率、致伤因素及临床诊疗等进行综述，为创伤性脑损伤的研究和平时、战时救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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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the change of war patterns, traumatic brain 
injury has increased rapidly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lobal public health problem and a great challenge of medical 
service support. We retrieved and analyzed traumatic brain injury-related epidemiological data and research progress in recent 
years, and reviewed the morbidity, mortality, etiology, and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raumatic brain injury, so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future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traumatic brain injury during peace and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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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道路交通工

具的使用与日俱增，建筑行业迅猛发展，导致交通

伤、高处坠落伤、重物砸伤等频发，继之创伤性脑

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有增无减，给

社会和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TBI 已然成为

青少年和成人致残、致死的常见原因之一。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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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代战争中大量高爆武器的应用，TBI 也成为

一种常见的战场损伤，伤死率高达 30%，为卫勤保

障带来了严峻挑战［1］。

1　TBI的发病率和病死率

Maas 等［2］于 2017 年报道，全世界每年有超过

5 000 万人发生 TBI，世界约一半人口可能在一生

中遭受 1 次或多次 TBI。TBI 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

约 4 000 亿美元的损失，占世界生产总值的 0.5%［3］。 
2016 年 全 球 疾 病 负 担 研 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6）报告显示，1990－2016 年 TBI

的年龄标化发病率增加了 3.6%，中欧、东欧和中

亚 TBI 的发病率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叙利亚是

TBI 年龄标化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斯洛文尼亚和捷

克次之［4］。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P）数据显示 

美国 1997－2007 年每年平均有 53 014 人死于 TBI

（每 10 万人中有 18.4 人），随着防控措施的实

施和医疗条件的改善，TBI 病死率从 1997 年的

19.3/10 万下降到 2007 年的 17.8/10 万。2019 年， 
CDCP分析了美国国家生命统计系统2000－2017年 

的死亡数据，2017年美国有61 131人死于TBI，占当

年总死亡人数（约 280 万）的 2.2%［5］。Brazinova

等［6］对欧洲 TBI 的流行病学研究进行了全面实时

更新的系统综述，结果显示欧洲 TBI 的年发病率

为 47.3/10 万～849/10 万， 病 死 率 为 3.3/10 万～ 
28.1/10 万。 近 20 年，我 国 尚 无 TBI 发 病 率 的

全国性流行病学数据。Cheng 等［7］分析了中国

2006－2013 年国家死因检测系统数据，发现我

国 TBI 的年龄标化病死率从 2006 年的 13.23/10 万 

上升到 2008 年的 17.06/10 万，之后逐步下降，于

2013 年降至 12.99/10 万。近几年，国内火灾爆炸事

故时有发生，造成的人员损伤以烧伤及创伤为主。

杨万杰等［8］分析了天津港“ 8•12 ”特别重大火灾爆

炸事故中 58 例危重伤员的伤情结构，结果显示头

部是首要致伤部位，且 TBI 是危重伤员死亡的主要

原因。

美国军队健康监测中心（Armed Forces Health 
Surveillance Center，AFHSC）报告显示，1997 年 
1 月至 2006 年 12 月 110 392 名军人至少发生过 1 次

TBI，其中有 15 732 人因 TBI 而住院；自 2001 年 
9 月以来，约有 160 万美国军人被部署到阿富汗

和伊拉克，根据头部、面部和颈部受伤情况，估 
计撤离的受伤士兵中至少有 22% 患有 TBI［9-11］。

2001－2011 年，“持久自由行动”和“自由伊拉

克行动”中美军共发生 4 596 例伤亡，而 TBI 是导

致伤亡的最主要原因，其导致的阵亡和伤死分别占

81.3% 和 45.0%［12］。

2　TBI的致伤因素及防控

TBI 是一种可防控的伤害，了解 TBI 的致伤

因素对于政府及卫生部门制订防控计划有一定意

义。美国《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MMWR）数据显示，相

比 2007 年，2013 年 TBI 相关的急诊就诊量增幅

超过 50%，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跌倒或高处坠落

（57.3%）、物体撞击（18.2%）和交通事故（7.0%）［13］。 
1997－2007 年美国每年 TBI 死亡患者的致伤因素

主要是枪击（34.8%）、交通事故（31.4%）和跌倒

或高处坠落（16.7%），交通事故是导致 0～24 岁

人群 TBI 死亡的首要原因，25～84 岁和 85 岁及以

上人群 TBI 死亡的首要原因分别是枪击和跌倒或

高处坠落［5］。Jiang 等［14］总结了 2001－2016 年我

国学者发表的 18 项急性 TBI 的回顾性研究，发现

致伤因素主要是交通事故（53.0%）、跌倒或高处

坠落（28.6%）、暴力事件（6.8%）。上述数据提示，

我国在 TBI 的防控措施方面需更加关注改善道路

安全、加强交通安全意识教育。在改进汽车结构、

完善公路设施的同时，对人的教育更加重要。做到

不酒后驾驶、不超速和正确佩戴安全带或佩戴摩

托车头盔等，对于预防不同年龄段人群 TBI 十分 
有效［15］。

现在战争中，随着武器的革新及士兵防护装备

性能的提高，TBI 的致伤因素已经由以弹片伤为主

向以冲击伤为主转变。美军在“持久自由行动”和

“自由伊拉克行动”中，爆炸冲击伤成为 TBI 主要

的致伤因素，占 81%，枪伤仅占 19%［16］。致伤因

素的变化导致不同严重程度 TBI 的构成比发生改

变。Helmick 等［16］统计显示，轻型 TBI 占 82.4%，

明显高于中、重型 TBI（分别占 8.3% 和 1.0%）。

轻型 TBI 是“持久自由行动”和“自由伊拉克行

动”的特征性损伤，由于其早期症状较为隐匿，也

被称为“隐形损伤”。尽管战地救治时，轻型 TBI

不需要过多的医疗干预，但其后期继发或遗留神经

症状的概率及医疗费用并不低，美军更加重视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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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I 的筛查、评估、治疗及康复。外军战伤数据提

示，现代局部战争由于高爆武器的广泛应用，冲击

伤已成为主要的伤类。防护头盔的设计除了考虑防

护弹片引起穿透性颅脑损伤外，由冲击波所致闭合

性颅脑损伤的防护也不容忽视。此外，我军现有的

战伤救治规范尚未足够重视对轻型 TBI 的诊治，因

而需要加强相关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3　TBI的治疗进展

TBI 的救治应以预防继发性颅脑损伤为重点，

加强神经保护治疗，并贯穿于治疗的各个阶段。继

发性颅脑损伤是 TBI 患者入院后致死、致残的主要

原因，主要由于血管源性脑水肿逐渐加重，伴随颅

内压升高、脑灌注减少，最终导致脑组织缺血、神

经功能障碍。

3.1　亚低温治疗 亚低温技术是一种常用的预防

和治疗继发性颅脑损伤的措施，其机制为使中枢神

经系统处于抑制状态、降低颅内压、减轻炎症反

应、降低脑代谢等。无论基础实验还是临床应用，

亚低温技术在 TBI 治疗中均显示出一定作用，但进

行亚低温治疗时需考虑潜在的凝血功能障碍、免疫

抑制、低血压、肾损伤等风险。近年，亚低温治疗

的疗效受到了质疑。一项针对颅内压＞20 mmHg
（1 mmHg＝0.133 kPa）的 TBI 患者的临床试验结

果显示，与常规降颅内压治疗组相比，额外使用亚

低温（32～35 ℃）组的病死率略有增加［17］。来自

Cochrane 数据库的一项针对重型 TBI 亚低温治疗的

系统综述（共纳入 37 项研究，合计 3 110 例患者）

结果显示，无高质量的证据表明亚低温治疗可以降

低重型 TBI 患者的病死率［18］。Cooper 等［19］开展的

多中心随机临床试验评估了早期预防性持续亚低

温（33～35 ℃，时间 72 h～7 d）干预对重型 TBI
的治疗效果，结果显示与常温组相比其对患者伤后 
6 个月时的神经系统预后和病死率没有任何益处。

3.2　去骨瓣减压术（decompressive craniectomy，
DC） DC 于 20 世纪初由 Cushing 和 Kocher 应用

于难治性颅内高压患者，后成为治疗 TBI 的常用方

法。国内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显示，对于重型 TBI
所致难治性颅内高压患者，采用 12 cm×15 cm 骨

瓣切除者的病死率与采用小尺寸（6 cm×8 cm）骨

瓣切除者相比更低（26% vs 35%）、格拉斯哥结

局量表评分更高［20］。备受关注的国际 DECRA 临

床试验结果显示，对于重型 TBI 伴难治性颅内高

压成人患者，早期 DC 能降低颅内压、缩短 ICU 住

院时间，但不能降低伤后 6 个月的病死率，且伤后

6 个月预后不良患者占比增高［21］，此项研究因设

计缺陷而受到比较广泛的质疑。另一项临床研究

RESCUEicp 结果显示，DC 可以降低外伤性颅内高

压患者伤后 6 个月和 12 个月的病死率，尤其可显

著降低伤后早期病死率，但轻度残疾及重度残疾占

比增高［22］。RESCUEicp 临床研究亦因在结局标准

定义上存在缺陷，研究结果受到质疑，但该研究提

供的一些关于预期结果的明确数据在与家属进行术

前谈话时可以参考。目前，对于严重 TBI 合并难治

性颅内高压，何时应进行DC尚无明确答案。此外，

DC 相关的颅骨成形术（人造钢板替换骨缺损）正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目前对于颅骨成形术的

时机、颅骨成形材料（异体材料或自体骨）的使用

尚未达成共识［23］。

3.3　药物治疗 尽管几十年的临床前研究已经开

发出了一些有前途的神经保护疗法，遗憾的是均未

能转化到临床。而且，目前尚无有效的药物可治疗

中、重型TBI。TBI 的第一项大规模药理学试验（糖

皮质激素对中、重型 TBI 的疗效分析）最终以失败

告终［24］。随后，研究者关注到一种中枢神经系统

合成的强效类固醇激素 —— 孕酮。尽管动物实验

研究显示孕酮可减少 TBI 后神经元丢失、脑水肿和

行为缺陷，但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并未显示出其对

TBI 患者病死率和功能结局有益处［25］。促红细胞

生成素是一种调节骨髓造血的糖蛋白，可拮抗神经

元凋亡程序，减轻炎症反应，起到神经营养因子的

作用，有潜在减轻 TBI 继发性颅脑损伤的效果。一

篇纳入 6 项随机对照试验的 meta 分析表明，促红细

胞生成素可显著降低 TBI 患者的病死率，但未能降

低并发症的发生率和改善患者的神经功能障碍［26］。 
胞磷胆碱是一种单核苷酸衍生物，可以增加 ATP 的

形成，对脑组织代谢的改善、大脑功能的恢复及促

进苏醒有一定作用，被认为是治疗继发性颅脑损伤

的潜在药物。尽管胞磷胆碱治疗颅脑损伤的多中心

双盲随机Ⅲ期临床试验未能证明在中、重和轻型复

杂 TBI 患者中使用胞磷胆碱可改善 90 d 时的神经

功能和认知状态，但大多数患者在伤后 6 个月获得

了良好的结果，超过一半的重型 TBI 患者也获得了

良好的结果［27］。重组人 IL-1 受体拮抗剂通过抑制

IL-1 受体介导的炎症级联反应，在一系列神经系统

病理生理过程中显示出潜在的益处，并已被证明在

TBI 的治疗中是安全的。一项单中心随机对照Ⅱ期

试验研究显示，重组人 IL-1 受体拮抗剂可以改善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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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神经炎症反应［28］，并已在进行剂量效应试验［29］。

3.4　创伤性脑血管损伤的治疗 创伤性脑血管病

变是指颅脑遭受暴力外伤所致的脑血管损伤或病理

改变，包括创伤性脑血管损伤和创伤后继发性脑血

管改变，其中以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创伤性颈

内动脉海绵窦瘘、创伤性假性动脉瘤、动脉夹层、

静脉窦损伤、创伤性脑血管痉挛等较为常见。创

伤性脑血管损伤症状多变甚至无症状，容易漏诊，

易继发脑卒中，从而造成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甚至

死亡。随着临床上神经影像学技术的广泛应用，脑

血管损伤早期确诊率已得到显著提高，并可通过抗

凝、传统手术、介入等手段积极预防继发性脑血管

事件的发生，降低病死率，提高患者生存率及生活

质量［30］。由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长海

医院脑血管病中心刘建民教授团队联合国内 41 家

医院完成的多中心临床试验（DIRECT-MT）表明，

对于发病 4.5 h 内的急性前循环大血管闭塞性缺血

性脑卒中患者，单独采用血管内取栓术的功能性结

局不劣于阿替普酶静脉溶栓联合血管内取栓术［31］。

该成果对未来此类患者的治疗决策、诊疗流程、治

疗费用等将产生积极影响。

3.5　TBI 的战场救治 战地 TBI 的救治主要是针

对中、重型 TBI 治疗，包括预防 TBI 后颅内高压的

发生、维持充分的氧供、防治脑组织低灌注、预防

和控制癫痫、防治感染、采用损伤控制性手术策

略和减少脑组织的继发性损伤等［32］。此外，更应

注重救治流程和规范，完善救治设备及人员配置，

充分考虑战场环境及救治人员的专业能力（尤其是

非神经外科专家）。宗兆文和杨磊［12］建议，为提

高 TBI 的救治效果，需在救治一线增加血氧监测设

备，战地医院增加 CT、颅内压监测设备，配给抗

癫痫、控制颅内高压、抗凝等药物，增强血液制品

的保障；在战地医院配备神经外科医师，或培训建

制卫生人员掌握脑外伤的损伤控制性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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